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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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因控扼长江上游形势成为前沿攻防区之一。南宋朝廷为了加强控制，始终注意与四川信息

沟通之经营，采取了种种措施，特别是从制度上保证与该地区文书传递的效率。在此期间亦形成了行都临安府与四川地区之间

较为固定的文书传递路线。然而，四川与临安府之间距离太远，文书传递之诸项制度，在此空间作用下，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而是弊端屡生，艰于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唯有授予四川地区军政方面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但从实际运行过程来看，

四川地区军政的独立性不仅甚为有限，而且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也未能因此减少。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数量之大和经常的迟

滞状态，使南宋朝廷一直处在对四川军政操控之无奈和紧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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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南宋章如愚曾论川陕形势云： 

粤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而已。夫

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之地据长江上游，而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之

地据黄河上游，而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① 

此论并述川陕，言于南北形势之要，甚具其理，当无异议。然从两宋政治、军事形势来看，四川、陕西之形势则因时异，

各不相同。北宋奄有原五代十国之地，自东北而西南，环列契丹、西夏、吐蕃、大理、交趾诸政权，边患当南北共存，然而事

实上北宋主要与北方之契丹、西北之西夏相争相抗，与西南诸政权则尽可能少启衅端。故北宋陕西地位至为重要，为北方防御

区之一部，四川则属于南方边远区，其治理任务以防备内部民乱为主。② 但到南宋，四川之形势、地位与北宋相比却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其时川陕相连，成为控扼长江上游、先后抗击西路金军和蒙古军队进攻的边地战区。但陕西路的多数州县在南宋初

期便已沦入金人之手，到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原陕西路中仅阶、成、岷、凤四州为南宋政权所有，故并四州入利州路。

南宋实际能掌控的西部前沿战区主要就是四川，四川“势足以夺长江之险”的地位因此充分显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朝廷所在地是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其距四川地区较北宋开封府距离南北方防御区都要遥

远。③ 这必然影响朝廷对四川前沿战区的控制及其边地军政之运作。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之变，导致南北宋政治地理不同，已

为研究者关注并揭举，如余蔚便提出构成北宋疆域的各个“综合政治区”以分工的方式形成“圈层式”结构，彼此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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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综合政治区”则各有独立生存的条件，职能相近，形成“分块式”结构，而四川则是三大“独立攻防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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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

同的政治地理结构和政区分工，必然导致不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军政运作方式。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从宏观层面上予以

观察，另一方面亦需要通过具体研究，从微观角度加以厘析。如何玉红从行政体制运行角度讨论南宋中央与川陕沿边之关系。

② 本文则拟从文书传递角度，考察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之关系，以及南宋四川边地军政之实态，进而揭示因政治格局和空间距

离变化导致的两宋间地方军政运作之不同。 

二、南宋对四川文书传递之经营 

北宋继承前代制度，驿传系统形成驿递分立之格局。递铺成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谓之“省铺”；文书传递分为三个等

级，即步递、马递和急脚递，神宗时又出现了用急脚递传送的金字牌递，成为宋代速度最快、代表皇帝权威的最高文书传递等

级。③ 北宋时，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形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邮传路线，其承担文书传递的大动脉，即邮传剧道，称为驿路，

次者称为县路。④ 开封府与四川之间有驿路相通，大致走向是从东京西行，经西京河南府（治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京

兆府（治长安万年，今陕西西安市）、凤翔府（治天兴，今陕西凤翔县），然后折而向西南，经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

北凤州镇）、凤州之两当（今甘肃陇南市两当县）、兴州（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金牛镇（今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镇擂鼓台）、

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境）、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市）、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县）、绵州（治巴西，今四川绵阳

市东）而达成都府（治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市）等地。⑤ 

北宋的邮传系统及其管理，在实际运作中，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得以逐步完善。大致说来，从太祖朝至哲宗朝，制度执

行效果还算理想。但到徽、钦两朝，因政治腐败、民变频生而至递铺铺兵不足，邮传严重弛废，突出表现便是多发生文书住滞、

泄密和沉失现象。有的地方，急脚递动需经三四十日，马递经及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全然违滞。⑥ 金军南侵和北

宋覆亡，更加重了对邮传系统之破坏。因此，南宋政权甫建之时所面临的邮传状况不难想见。 

建炎元年（１１２７）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举行继位典礼。当日赦文中便有云：“应急脚马递铺兵，因金人所至逃散，

可专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依时支破。”接着，五月三日、六月一日，南宋朝廷又继续下诏诸路，令招填铺兵，递铺人马

权免诸般差使，全力应付文字传送。⑦ 可见南宋甫立，为求政令通达，于邮传之需最是急迫。 

但南宋对邮传之整饬并未收到明显效果。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有司失职，邮传不通。陛下即位以来，诏令

多矣，而浙东州军所被受者唯两赦及四五御札，其它片纸不传。浙东距行在止两千余里，而命令阻绝如此，彼川、广、福建可

知矣。”⑧ 即便是一年后，许多州县道路递铺仍是“缘兵火残破，未曾复置”，朝廷赦书“仰诸司、诸州县镇被受日时誊录，

互相关报邻接官司疾速奉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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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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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宋会要》方域１０之４１—４２，第７４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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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元年至二年，高宗行在先后在应天府和扬州，与距离甚近的浙东之间的文书传递尚不能正常进行，与遥远的四川、广

南、福建等地的信息沟通就更可想而知。信息沟通不畅，必然影响南宋中央对地方之控制，四川控扼长江上游，若朝廷不能与

之有效联系，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南宋建立不久，便着手加强对四川之经营，其中就包括保障文书传递畅通之努力。 

建炎三年五月，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派张浚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将陕西五路与川峡四路整合在一起，形成

一个高于路的大行政区。其长官名称先后为川陕宣抚使、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大使、四川制置使，权限亦有变化，但终南宋

一朝一直为川陕最高军政长官。此外，南宋对各地驻军的财政管理与军饷供给设立专门机构———总领所。建炎三年十月，张

浚以赵开为“兼宣抚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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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绍兴十八年五月，朝廷任命汪召嗣为“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

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② 此后直到南宋灭亡，四川总领之职相延不辍。四川总领所与淮东、淮西、湖广总领所

并称四大总领所。因宣抚制置司与总领所分别为四川地区的最高军政、财政机构，所以其后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便是以

与这两个机构及其官员之间为主。亦可以说，川陕宣抚制置司和四川总领所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是四川地区与朝廷之间信

息沟通的重要渠道，必须加强经营。当然，南宋朝廷对四川地区文书传递制度的经营早在宣抚制置司和总领所设置之前就已开

始，原该地区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也仍会继续维持。 

高宗即位之初，连续下诏整饬邮传，所涉地区当亦包括四川，只是效果不佳而已。建炎三年初，因南宋传警斥堠不修，③ 导

致金军奔袭扬州，十余万军民惨遭屠戮，高宗本人仓皇出逃。经此一劫，南宋不得不在邮传建设方面另觅他途。建炎三年二月，

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④ 即将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

地区侦查和传送军情的斥堠，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后来，斥堠铺设置地区不断扩大，职能也发

展为“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⑤ 

斥堠铺先在两浙路设置，后逐渐扩大到淮南、荆湖乃至四川地区。如绍兴四年设置的川陕荆襄都督府，⑥ 根据枢密院在同

年五月关于令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劳”的上言，乞从本府至朝廷经由路分差下使臣催促递角。⑦ 且未专门言明路分，

说明四川地区在绍兴四年五月之前已有斥堠铺设置。又如绍兴二十九年，秘书省校书郎洪迈言： “都路邮传，旧制每二十五里

置铺一所，列卒十有二人。军兴以来，凡遇蜀道者，或有斥堠，九里一置，亦列卒十有二人。” ⑧ 亦是四川设置斥堠铺之明

证。 

但斥堠铺的设置并未能充分保证军事情报的有效传递。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军事压

力。面对如此局势，南宋又设置了一套新的递铺系统，这便是摆铺。据《宋会要》记载，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

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十三年，这一阶段摆铺由枢密院和诸军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有两年，战事渐

息，摆铺徒为州县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的建议下废罢。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１２０８—１２２４）时。

绍兴末年，金军南下侵宋，南宋再置摆铺传递情报。此后数十年间，宋金数度战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但这一阶段之摆铺，

却改归三衙和枢密院负责。⑨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２８，建炎三年十月辛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第４３６页。 

② 《宋会要》职官４１之４７，第３１９０页。 

③ 《要录》卷２０，建炎三年二月丁卯，第３１１页。 

④ 《宋会要》方域１０之４３，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第７４９５页。 

⑤ 汪应辰：《汪玉山集·乞申严元置斥堠铺指挥札子》，转引自《永乐大典》卷１４５７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第６４５８页。 

⑥ 《宋会要》职官３９之６，绍兴四年八月十一日，第３１４９页。 

⑦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１—４，绍兴四年九月十八日，第７５００—７５０２页。 

⑧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１３，绍兴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第７５０６页。 

⑨ 参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摆铺的设置地区自然亦包括四川。如绍兴三十二年从兵部所请， “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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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兴州属利

州路，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距行在临安府数千里，每十里置一摆铺，规模甚是可观。到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兵

部言： 

“自今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

入斥堠、急、马、步递，若拆递官司点检非合入摆铺名色，从本处举察取旨。官吏并依绍兴六年十月制旨断罪施行。进奏院所

发递筒，除承受金字牌合入摆铺斥堠传送，余文字合分别要慢入斥堠、急、马、步递遣发。”从之。 

其后，总领四川财赋所言： 

“近降旨，即不该载总领所文字亦许入摆铺递明文，缘报军期安平及诸军中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未尝虚日，欲望赐许，

庶凭遵守。”又从之。② 

到宁宗嘉定十一年，枢密院言：“诸军摆铺官兵及诸路摆铺兵（给）［级］，承传往来军期递角，委是不易，理宜支犒。” 

③ 四川总领所置司利州，其“军期安平及诸军中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亦入摆铺传送，可与兴州至行在置摆铺之事实互相印证。

而且据上可知，在摆铺设置时期，四川至行在的驿路上应是摆铺、斥堠铺与省铺并存。又如淳熙九年（１１８２），知成都府

留正言：“乞下所属给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发递进奏院，许入摆铺往来使用。” ④ 可知成都府至临安府一线，亦当

有摆铺设置。 

理宗以后，蒙古成为南宋的主要威胁，前线与京师之间的文书传递，除依靠省铺、斥堠铺外，仍是临时令诸军设置摆铺，

其中自然亦包括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由诸军自行设置的摆铺，亦往往被称作“军铺”。⑤ 

南宋虽然在四川与临安府之间先后设置斥堠铺和摆铺，但这些并不是朝廷经营与四川等地区文书传递的全部措施。南宋对

邮传经营之关键，更在于维持诸铺传递效率的诸项措施，包括制定并申明赏罚条例、招填铺兵、增添巡辖使臣和发放庚牌。这

些都是针对全国，尤其是行都临安与各军事前沿地区之间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专对四川。但四川作为离朝廷最远的军事前线，

邮传经营方面必然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频繁对邮传进行立法并形成繁复细密的赏罚条格，应是南宋邮传制度建设中的一个突出方面，现存《永乐大典》中所录《金

玉新书》中有１１８条邮传敕令，涉及文书传递的各个环节，便是明证。⑥ 

从南宋邮传的赏罚条格中，看不出针对四川地区的特殊之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略能显示四川邮传之特别。如《宋会要》

载：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诏江州马递铺兵汪立杖脊、刺面，配流三千里外州军，巡辖官赵不退追两官勒停，巡检使臣武

安追三官除名勒停。检坐见行条旨，并令责罚。下诸路提举马递铺官，于逐铺牓谕。以汪立盗拆四川宣抚司力忠则字号递角，

当从军法。缘该赦宥及自首巡辖官驱磨失寔也。先是，上问盗拆递角当得何罪，宰臣虞允文奏曰：“在法当死，汪立乃自首行

                                                        
①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１７，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第７５０８页。 

②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１７，隆兴二年三月十六日，第７５０８页。 

③ 《宋会要》兵２０之４２，嘉定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第７１２２页。 

④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０，淳熙九年十一月七日，第７５１５页。 

⑤ 方岳：《秋崖集》卷１８ 《轮对第二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８２册，

第３５０—３５１页；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６ 《回宣谕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９册，第６７

５—６７６页。 

⑥ 《永乐大典》卷１４５７５，第６４５４—６４５７页。 

 



 

陈。”上曰：“须从流。”梁克家曰：“巡辖使臣失于钤束，漕司所差官根究失寔。二者皆有罪。”上曰：“然”。故有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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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献记载反映，南宋时盗拆递角事非常普遍，估计多数不能有烦皇帝“圣听”，而孝宗却对江州铺兵汪立处罚之事加以过

问，应该与其盗拆的文书是四川宣抚司的密件有关。② 又如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十月二十一日，兵部侍郎黄均上书建言：“凡

有盗拆递角之人，并许收捕告官，即与推赏。犯人依建炎年军法处断。将赏格镂牓，逐铺给示，使之通知，庶几传驿不失期会，

亦足以阴消奸计。乞即详酌施行。既而下敕令所修立盗拆赏格两条。”即主要是针对四川宣抚司等“来往递角，盗拆尤多”而

行。③ 

递铺人员不足是对南宋邮传影响最大的问题，故南宋朝廷屡下诏令，并增派巡辖使臣，以加强铺兵的招填，催督文书之传

递。其中有不少次是针对四川与朝廷文书传递而采取的措施。如绍兴十二年，针对川陕宣抚司所申盗拆递角、藏匿文字，及铺

兵多有逃窜等问题，“诏令逐路提举官下所属州军，将所管铺兵三人结为一保，据缺额人数，并仰招收土人及邻近州县行止来

历分明之人，或刷那见管厢军充填，依时支给请受。须管措置招填足额，不得依前令妇人传送。仍委当职官钤束铺兵曹级，仔

细验认递角封头，分明交转。如有违戾，重置典宪”。④ 乾道九年，又从大理寺丞邵说之请，令吏部差注自浙西至四川界首的

巡辖使臣。⑤ 

为了保证紧要文书之传递效率，并使紧要文书与常程文书区别开来，南宋自乾道以后便仿金字牌递之制，陆续推出黑漆白

粉牌、雌黄青字牌、黑漆红字牌等庚牌，分别用于沿边州军都统制司、尚书省、枢密院等机构遣发紧切文字的标志。在此类庚

牌的发放中，四川因距离甚远，同样有别于其他地区。如乾道三年针对无法区别紧急文字的问题，发给沿边各州军、都统制司

黑漆白粉牌，其中建康、镇江府、池州驻札御前都统制，盱眙军、光、亳州、寿春府，各给牌５面，鄂州、荆南、金州、兴元

府驻札御前都统制，襄阳府、四川制置司，各给牌１０面，“专一申奏军期切紧，寻常不许辄用”。到行在令进奏院具承受日

时发回。朝廷降付诸处急切文字，亦“置雌黄（膝）［漆］青字牌五十，以备给发，候到，却将牌即时缴回”。⑥ 乾道八年，

又“诏激赏库依昨置黑漆白字牌（即‘黑漆白粉牌’）式样更行制造，四川宣抚司给牌十，建康、镇江、江、池、鄂州、荆南

都统制，御前水军、沿海制置司、金州、兴元府、武（绛）［锋］军都统制、襄阳府、光、濠、楚州、盱眙、安丰军，各给牌

五，申奏朝廷要切文字，余照乾道三年三月前旨施行。” ⑦ 

可以看出，四川制置司、宣抚司作为统辖四川诸路的最高军政机构，与其通连行在沿路诸州，获得超过两淮诸地都统制司

较多的黑漆白粉牌，这不仅反映出四川与朝廷之间文书传递之紧切和数量之多，亦足见四川与朝廷之间距离遥远而在文书传递

方面之特殊性。此后，四川诸处使用庚牌继续增加。如淳熙八年三月降黑漆白字牌１０面给都大提举四川茶马司，⑧ 淳熙九年

十一月又降２０面给成都府；⑨ 淳熙八年七月降尚书省粉字牌１１面给都大提举四川茶马司，绍熙五年（１１９４）二月针对

其牌字画磨灭之状况，别给粉牌１１面。⑩ 

综上所述，文献记载虽不能周备细致地反映南宋朝廷对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经营的全部情形，但亦大致显现出与四川地区

信息沟通的努力，以及四川距离迂远和军情之重给朝廷带来的焦虑和紧张。 

                                                        
①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２，第７５１１页。 

参见拙文：《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 

② 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４１—３７８页。 

③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４，乾道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第７５１２页。 

④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８，绍兴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７５０４页。 

⑤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６，乾道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７５１３页。 

⑥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１９—２０，乾道三年三月五日，第７５０９—７５１０页。 

⑦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４，乾道八年十月十七日，第７５１２页。 

⑧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９，淳熙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７５１４页。 

⑨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０，淳熙九年十一月七日，第７５１５页。 

⑩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４，绍熙五年二月十二日，第７５１７页。 



 

三、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文书传递路线之选择 

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府，疆土亦仅存淮水、大散关以南之半壁江山，其立国形势与北宋大异，与各路信息之沟通多不能依旧

有驿路，必须重新规划邮传路线。特别是朝廷与四川之间，必须建设一条横贯东西、连接临安府与四川各地的邮传路线。 

按南宋立国之形势，朝廷与四川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当以从临安府西行，横穿浙西，然后沿长江一线，经江西、荆湖而

达四川最为近便，但具体行经路线则须细作考索。淳熙三年，兵部言： 

昨降指挥，于见摆铺两路首通差识字使臣一员抄上往来递角名件、的实过界月日、时刻、传送铺兵姓名，以备官司取索、

驱磨。其所差使臣自浙西至四川界首不过五人，人数不多，责任亦重，难以废罢。
7
① 

由此可知临安府通往四川之邮传路线是经浙西而达的。自浙西往西，便至江南东路，其重要枢纽便是池州（治贵池，今安

徽贵池市）。如庆元三年（１１９７），权知閤门事张时修言： 

池州系江淮、蜀汉等路递角聚会去处，疆界阔远，盗拆奸弊多在本州管下。窃见本州城止分四厢，却有兵官五员，今除四

员各管厢事外，乞差一员兼稽察本州界内三方递角，无妨兵官职事。② 

临安府与池州之间的邮传路线有三条：其一，从临安府西行，经余杭（治今杭州余杭镇）、临安（治今杭州临安市）、于

潜（治今杭州于潜）、昌化（治今杭州昌化）境，过昱岭至徽州（治今安徽歙县），再从徽州至池州。其二，从临安府西行至

于潜，再北行过千秋岭至宁国县（治今安徽宁国市），再至宁国府（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市），转而向西至池州。其三，临安

府西行，经独松关、湖州安吉县（治今浙江安吉北）、广德军（治广德，今安徽广德县）、宁国府而至池州。③ 

自池州向西，则不过江，而是沿长江南岸经江州（治德化，今江西九江市）至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如

嘉泰四年（１２０４），京西安抚司言： 

襄阳去行［在］约三千里，邮传不容分毫漏泄、顷刻濡滞。今省递承传文字，朝廷加旗批凿紧急，而考之程限，动经三十

余日，不问紧慢，例皆稽迟；开拆作过，委无忌惮。窃详铺兵多系乌合游手、不守行止之人，是致作弊。乞自襄阳屯戍军马去

处摆急递铺官兵至鄂州，鄂州都统制司接连摆至江州，江州接连摆至池州，池州接连摆至行在。各司遇有急速文字，专令传送，

严立罪赏，不得夹带闲慢文字。每四十里一铺，差次等少壮枪排手官兵二人，并训练官一员，往来督视，三月一次差替。④ 

此段文字所言虽是由襄阳至临安府之邮传路线，但实际上亦是四川地区与朝廷进行文书传递的路段之一。如淳熙十年十一

月，从制置司请，下诏：“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金、房州、汉上路传送，经由州县常切遵守。”⑤ 此处不仅

明言四川制置司与朝廷之间文书传递路线经由襄阳，而且也说明自襄阳向西是经京西南路之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南）至

利州路之金州（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金州向西，便是经洋州（治兴道，今陕西洋县）、兴元府（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

东）达兴州、利州等地了。如嘉泰二年五月，诏： “罢洋州指使一员，改作洋州、兴元府东界巡检马递铺，令转运司定差使缺。”

⑥ 便能说明这一事实。 

                                                        

①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７，淳熙三年四月十六日，第７５１３页。 

②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５，庆元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第７５１７页。 

③ 参见拙文：《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立足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 《文史》２００８年第３辑。 

④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６，嘉泰四年五月二日，第７５１８页。 

⑤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０，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第７５１５页。 

⑥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５，嘉泰二年五月十五日，第７５１７页。 

 



 

兴元府、金州、襄阳一线在唐代以前便是荆襄地区联通蜀地的重要道路，
8
⑤ 在北宋时此段道路不仅是商旅平常往来道路，

而且自兴元府向北有褒斜道通往京师。南宋时，兴元府“实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

秦陇之马”，⑥ 更成为与朝廷信息沟通的战略要地和重要枢纽。置司利州的宣抚司、制置司和总领所与朝廷之间的文书往来，

应多经兴元府、襄阳一线。但襄阳与鄂州之间路途复杂，文书传递如何经行，仍须究明。从前揭绍兴十二年枢密院“近日据川

陕宣抚司申„„及襄、郢之间，每铺止有三二人或妇人传送去处”之言，和淳熙十年“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

金、房州、汉上路传送”之诏令内容看，襄阳至鄂州之邮传当是沿汉水一线经郢州（治长寿，今湖北钟祥市）、复州（治景陵，

今湖北天门市）或汉阳军（治汉阳，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而达。但襄阳至鄂州亦有经荆门军（治长林，今湖北荆门市）、江

陵府（又称荆南府，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而达之路线。如开禧三年（１２０７），知峡州翟后言： 

本州（田）［地］分巡辖，兼管江陵府、荆门军三州境内递角，制置江陵。今来边（惊）［警］戒严，荆门与襄阳接境，

正在江陵、（陕）［峡］州两路之要冲，即与闲暇之时不同。乞权将巡辖司移置荆门军，庶几可知缓急。① 

可知襄阳经荆门军与江陵府之间亦有邮传可通，但襄阳经江陵至鄂州，显然不如经郢州近便。又，淳熙十五年，侍卫步军

都虞候梁师雄言及川马运至临安府路线： 

自宕昌至兴州一十五驿，属兴州都统司；自大桃至汉阴一十五驿，属兴元府都统司；自衡口至干平一十三驿，属金州都统

司；自梅溪至石墙一十四驿，属江陵副都统司；自应城至石田一十四驿，属鄂州都统司；自边城至杨梅一十一驿，属江州都统

司；自紫严至广德军一十二驿，属池州都统司；自段村至临安府余杭门六驿，属殿前步军司。② 

其中所言之“驿”既非普通馆驿，亦不是递铺，而是供马匹歇息饮食的马驿。观其大致路线，与四川和临安府文书传递路

线基本一致。但具体走法须略作考辨。如乾道元年七月，臣僚言： 

金、房州一带，皆崎崄山谷，路皆曲折，值潢潦雨雪，必须人马失所。窃见自金州至均州梅溪驿二百八十里，皆浅山土路，

更无险峻，缘兵火后不曾修葺。乞札下金、均两州重行开广，改此驿路，比旧路裁损三驿。又道路坦夷，利便非小。乞下本路

安抚司及都统制司，同相视新旧两路，令制置司参详利害，一面施行，其添减程驿批请，令转运司应办。③ 

因梅溪驿属均州（治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则上揭淳熙十五年梁师雄所言川马入临安路线，金州往东是经均州至

襄阳，而不是经房州，此段路线便与淳熙十年诏“自今发付四川制置司递角经襄阳府、金、房州”不尽相同。金州经房州至襄

阳，本是旧路。但金州至均州路修通以后，路况比经房州利便，文书传递改经均州亦有可能。 

考郢州东之德安府（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市）辖下有应城县，县内设有马监，而川马又频经兴元府押至应城，④ 故梁师雄

所言“自应城至石田一十四驿，属鄂州都统司”之“应城”应是德安府之应城县驿。又，乾道四年正月，提举四川买马监牧公

事张松言及纲马住程处有襄阳府、郢州长寿县驿、汉阳军汉川驿，则可知纲马无论过均州和房州，都要经过襄阳，自襄阳东南

行，经郢州、德安府之应城和汉阳军之汉川县而至鄂州。此路纲马可行，文书传递自然亦可行。鄂州往东，便是经江州、池州

而达临安。 

兴元府、襄阳、鄂州至临安一线虽为南宋朝廷联通四川的重要邮传路线，但不是唯一的邮传路线。此线联通川北之利州路，

                                                        
①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４ 《山剑滇黔区》，图１４ “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区交通图（西幅）”，《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７８页后。 

② 熊克：《中兴小（纪）［历］》卷７，建炎三年十月壬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３页。 

③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７，开禧三年十月十九日，第７５１８页。误字“田”据《永乐大典》卷１４５７５ （第６４５

３页）改。 

④ 《宋会要》兵２３之２０，第７１６９页。 

⑤ 《宋会要》兵２５之７—８，第７２０３—７２０４页。 

⑥ 《宋会要》兵２５之２９—３１，第７２１４—７２１５页。 



 

无疑至为便捷，但若联通川东之夔州路以及潼川府路和成都府路，则显迂远不便。实际上，南宋朝廷与四川之文书传递，还另

有路线，便是自江陵府（荆南）向西经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以达夔州（治奉节，

今重庆奉节县东）、成都府（治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市）。如绍兴六年三月，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抚制置大

使兼知成都府席益上言： 

四川去朝廷最远，臣被命入蜀，道由荆南、归、峡之间，全不见递铺传送文字，间有一二皮筒通行，皆是稽滞累月。欲自

荆南以西接夔州界，委知荆南府薛弼专一措置。其荆南府以东，即委本路提举马递铺官措置，所贵远方奏禀及朝廷行下文字不

致沉失。
9
① 

荆南以西入川路线，在北宋曾是四川布匹运送上京的通道之一。当时“川益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京师。

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乐山）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② 南宋乾道中，川马运至临安亦一度改走

这一路线。③ 从物资运输情况看，荆南以西入川路线主要是水路，但邮传似乎以陆路为主。如淳熙五年四月，四川安抚制置使

胡元质言： 

夔路山谷重复，最为峻崄，虎狼之迹，交于中途，递兵劳苦。乞令夔路转运司常切趣办觉察，不容复有缺额缺粮去处。④ 

关于这一条邮传路线，《舆地纪胜》有载： 

摆铺递，绍熙三年制置（邱）［丘］公崈所置也。自成都至行在凡四千二百余里。公谓边防军政事体甚重，军期摆递，事

多稽迟，恐缓急之际有误机会。于是奏摆铺三。自成都至万州，以四日二时五刻，从铺兵递传。自万州至应城县九日，应城至

行在十四日，则以制司承局承传。回程如之。惟应城回至万州又加四日。每月初三、十八日，两次排发。若有急切军期，即不

拘此。行在都进奏院排发亦如之。自万州下水，于峡州出陆，至荆门计一千一百里程，以六日半，回程加四日。荆门至湖口一

千八十里，往回各九日。湖口至行在九百里，往回各七日半。其程限赏罚如旧，而铺增其一，以宽走卒之往来。蜀去天日虽远，

然置邮之速如此，西天一角，不啻畿甸中矣。《图经》云。⑤ 

从此记载看，成都府至临安的邮传路线，是从成都取陆路至万州，自万州走长江水路至峡州，然后再从峡州走陆路，经荆

门军、德安府应城入汉阳军，过江至鄂州，再从鄂州至江州湖口以达临安。至于成都府至万州陆路的具体走法，严耕望先生曾

有推断。他将日本栗棘庵藏南宋地图拓本与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１４—１６自桂林经湖南入蜀诸诗相互印证，并参证《通

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所记各州四至八到里程，总结出成都府经万州至夔州的陆路为：

成都府向东经怀安军（治金水，今四川金堂县东南淮镇南沱江南岸），再东南行，经飞乌（潼川府辖县，今四川德阳市中江县

东南约１７０里处）至遂宁府（治小溪，今四川遂宁市），再东北行，经蓬溪县（遂宁府辖县）、顺庆府（原为果州，治南充，

今四川南充市北）。又向东经渠州（治流江，今四川渠县）、梁山军（治梁山，今重庆梁平县）、万州（治南浦，今重庆万州

                                                        
①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５—６，绍兴六年三月六日，第７５０２—７５０３页。 

② 《宋史》卷１７５ 《食货志上三·漕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２５２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２５ 

《国用考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５页；另参校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７０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甲集卷１８ 《纲马水陆路》，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第４２９—４３２页。 

④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８，淳熙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第７５１４页。 

⑤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１７７ 《万州·古迹》，第４５９９页。按：关于丘崈设摆铺后从成都至临安府之时间，诸程相

加应为２７日余，但据《朝野杂记》乙集卷９ 《金字牌》记载：“绍熙末，丘宗卿（丘崈之字）为蜀帅，始创摆铺„„月

以初三、十八两遣平安报至行在，率一月而达。„„自成都而东，犹不过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第６５

１页）理宗时，吴昌裔上《论救蜀四事疏》却云： “故吴玠之宣抚川陕，置军期递，凡有警报，不过十八日可闻于朝廷。

丘崈之制置成都，创摆铺递，凡有奏请，不过三十五日可彻于都下。” （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卷１００ 《经国》，

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影印明永乐本，第１３８１页） 

 



 

区）、云安军（治云安，今重庆云阳），至夔州。
10
②严先生以此旁证唐代成都至夔州之道路，但此路线亦应是南宋成都府至万

州的邮传路线。 

综上可知，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路线，是从临安府向西，经浙西至池州，再从池州经江州至鄂州。自鄂州向西

北行，经应城、郢州至襄阳，自襄阳可分别经均州、房州至金州，继而达兴元府、兴州、利州等地。这一路线主要联通川北利

州路诸地。自应城西行，经荆门军而至峡州，然后改水行，至万州出陆，经渠州、顺庆府、遂宁府、飞乌至成都府。此线主要

联通夔州、潼川府和成都府路诸地。 

如下图： 

 

从地图可以看出，南宋朝廷选择的与四川之间邮传路线走向基本上是直路，无疑是从近便和快速方面考虑。如此近便的邮

传路线，再辅以各种制度保障，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能否维持高效的信息沟通，并保证对其军政的有力掌控呢？ 

四、文书传递状况与南宋四川军政特征 

四川之西、北、南三部距临安府均在四千里开外，在电信手段发明之前的历史时期，保持与四千里以外的信息沟通，无疑

                                                        

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４ 《山剑滇黔区》，篇３０ “嘉陵江中江水流域纵横交通线”，第１１７２—１１７４页。 



 

是一种严峻的挑战。然而面对如此形势，南宋朝廷亦不得不勉力而为，在绵延数千里的空间距离之内，开辟出新的邮传通道，

并建立其种种维护制度。对此，前揭《舆地纪胜》所引《图经》发出“蜀去天日虽远，然置邮之速如此，西天一角，不啻畿甸

中矣”的赞语。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在电信手段发明之前，任何制度的贯彻都会受到空间距离的制约。前举关于四川与朝

廷文书传递之诏令和奏议，已经显露出不少因空间距离之大产生的问题，但文献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不止这些。 

绍兴元年，川陕宣抚制置使张浚上《又回奏虏情状》称“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七日诏书”，
11
① 可见一封诏书居然在路

上传递三个多月。不论张浚当时身在何地，即便在成都、利州之远，亦是远远超过正常传递所需时间，更遑论前揭《舆地纪胜》

所云邮传自成都至临安二十七日了。当然这一年情况较为特殊，除宋金激战外，荆湖、江东、两浙等地皆受“盗贼”侵扰，必

然严重影响到文书传递。 

乾道年间，南宋邮传迟滞现象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乾道四年，兵部侍郎王炎言： 

邮传之乖违，无甚于近时。至若去年十一月二日郊祀肆赦，行在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至荆

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时，稽九日方至。余类此不可悉陈。② 

乾道八年，兵部侍郎黄均亦言：“递角稽违之弊，盖莫甚于今日。”③ 乾道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汪应辰上《乞蚤差

兴元帅臣》则云“蜀道僻远，奏报往复动辄三四月”。④ 可知当时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文书传递往返三四个月是经常之事，传

递速度几乎是制度规定的两倍。对于文书传递中的种种弊端，南宋朝廷虽严格赏罚、屡申禁止，却都未见明显好转，四川及其

他地区的文书传递诸弊仍时有发生。淳熙十二年，枢密院言： 

诸路传送递角自有程限，昨发文字号省札至江陵副都统，依条合破十日，却四十六日方到。其他往来文书多有盗拆、违滞，

虽令逐路提举马递铺委官根究，至今未见着实。兼累降指挥，令诸路州军以时支给铺兵衣粮，访闻尚有拖欠。缘此弊端不一，

理宜措置。⑤ 

光宗绍熙时，丘崈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创立摆铺递，情况有所好转。据李心传记载： “蜀去朝廷远，始时四川

事，朝廷多不尽知。自创摆递以来，蜀中动息，靡所不闻。凡宗卿劾书中所言，皆摆递之报也。” ⑥ 李心传此文收在《朝野

杂记》乙集，该书成于宁宗嘉定九年（１２１６）。⑦ 也许四川摆铺较好的传递状况尚能维持至此时，但好景并不长久。理宗

嘉熙元年（１２３７），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吴昌裔上《论救蜀四事疏》云： 

邮传，军中之耳目也。蜀远万里，叫呼难闻，全藉置邮以通气脉。„„近年以来，旧规紊废，军中之递，不以报边警，而

但为交贿之驿；川中之递不以通脉络，而徒为寄书之邮。甚至以游士为承受，以干仆为通进，事势稍急，则曲为覆护，而不使

众闻。私书未办，则动多稽留，而不以时发。不知军事呼吸之间有凶有危，朝廷应报之际宜夙宜急，岂可以军中之耳目，而徇

人情之私计哉！然此特在外之邮传然也。御前金字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

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差除之所以壅滞，应报之所以稽迟，科降之所以愆期，功赏之所以沮难，上下痞隔，而日月淹延，皆

                                                        
① 《永乐大典》卷１０８７６，第４４６７页。按：张浚此奏中有“契勘金贼自四月末，前军乌鲁都统等回师凤翔。缘吴玠

于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间，连获四捷。迟留山谷一月余。人马死亡，十之五六，更不敢经由吴玠所驻军前后”之

言，考《要录》卷４４绍兴元年五月癸卯（初八）“吴玠及金人乌噜、珠赫战于和尚原之北，败之”等相关记载（第６１

１页），及《宋史》卷３６６ 《吴玠传》中绍兴元年之相关记载，与张浚此奏内容基本吻合，知张浚奏状中所言吴玠“五

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间，连获四捷”应指绍兴元年五月的和尚原之战。由此断定张浚此奏上于绍兴元年。 

②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０，乾道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第７５１０页。 

③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４，乾道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第７５１２页。 

④ 汪应辰：《文定集》卷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８册，第６２１页。 

⑤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３１，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７５１５页。 

⑥ 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９ 《金字牌》，第６５１页。 

⑦ 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序》，第４８１页。 



 

气脉之不通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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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奏疏可以看出，四川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至理宗时又出现严重问题，换言之，即邮传各项制度的实际运行甚不理想，

这必然影响朝廷与边地军政的沟通和处理。先不说具体后果如何，且看吴昌裔所言“御前金字牌向者半月到川”、“密院雌黄

牌向者两旬至蜀”这两项理想的传递效果，其速度亦是慢于制度之实际规定。如金字牌递自北宋创立时便规定“日行五百里”，

② 南宋虽被迫降低一般急脚递的速度，但对金字牌递仍要求日行五百里。若按此速度传递，成都府至临安４２００余里，九天

便可抵达，即便如淳熙八年四川茶马王渥言“本司至行在六千余里”，用金字牌传递，亦仅需十二三天。枢密院雌黄青字牌的

规定传递速度是３５０里，③ 以成都至临安４２００里计，亦只需１２天。再看丘崈所创摆铺递，即便以成都至临安理想的２

７日计算，其平均速度亦仅是日行约１５６里，还不及省递最低等级步递日行２００里的速度。④ 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四川

至临安道路多有险阻，铺兵传递文书的行进速度大受限制。但不管是客观条件还是人为因素，亦不论具体传递效果是否理想，

南宋朝廷与四川之间的信息沟通，因距离遥远而造成的漫长周期则是毋庸置疑的。这必然会导致朝廷与四川地方在军政指挥、

协调方面的重大差池和无奈。例如对吴曦之变的应对便突出反映了这一状况。 

开禧二年，南宋在韩侂胄主政下，决意北伐，战争主要在两淮、荆襄和川陕三个战场展开。川陕方面，宋廷于三月十二日

任命四川制置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吴曦副之。不久，吴曦又兼任陕西、河东招抚使。战争开始后，金人

对吴曦积极诱降。十月，金人封吴曦为蜀王，锡金印。十二月二十日，金使吴端持诏书、印绶至罝口，两日后，吴曦自罝口归

兴州，于二十七日始称蜀王。程松闻变，于二十九日自米仓出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市），顺流逃离四川。开禧三年正月十八日，

吴曦僭位于兴州，并下黄榜于四路，公开叛宋。二月十三日，宋廷始收到吴曦反叛的奏报。四川地方向朝廷报告吴曦之变的奏

书发出地点，估计应是兴州或附近州军，何时发出，则不清楚。若是以正月十八日吴曦公开僭位为始，则此奏书用了约２５日

便传到临安，速度似乎并不算太慢；但若以开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曦称蜀王为始，此时程松或其他官员应是立即给朝廷发

了奏书，则此奏书传到临安用了近两月半。也就是说，吴曦之变后两个多月，朝廷才得以闻知。宋廷闻奏后，立即采取措施，

罢免程松，以蜡封御札拜杨嗣勋为制置使。韩侂胄又专门致书吴曦，与御札一同发出。韩侂胄致吴曦书与宁宗御札应是在二月

十三日接到吴曦之变奏报后立即发出的，于三月二日抵达兴州。⑤ 路上传递约１８日，倒属于较为高效的传递速度。 

即使如此，文书传递的严重迟滞和四川与朝廷之间文书往返周期之长，让我们看到了南宋朝廷在处理吴曦之变中无能为力

之被动状态。吴曦之变发生和程松逃走两个半月，朝廷始得闻知，才下诏罢免程松宣抚使之职，改命杨嗣勋为四川制置使。而

朝廷之对策传达至兴州后，又已是１８日后之事。四川军政官员若静待朝廷诏旨行事，则后果不堪设想。幸有陕西、河东招抚

司随军转运使，并伪承吴曦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的安丙，联合杨巨源、李好义等义士，于二月二十九日将吴曦集团诛灭。而

此时宁宗御札和韩侂胄致吴曦书尚未到达。可见在平定吴曦之变中，朝廷之指挥未能起到任何作用。吴曦之变平定后１１日，

朝廷仍“赐安子文（子文，安丙字）帛书，谕以能杀曦报国，当不次推赏，虽二府之崇亦在所不吝”。直到三月二十五日，宋

廷才收到吴曦叛乱被平定之露布。⑥ 

朝廷—四川的距离之远与文书传递迟误的问题对四川军政造成的影响，南宋朝廷在一开始应有充分认识和估计，所以对四

川地区采取了不同于别处的措施。如张浚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期间，公文往返，颇费时日，故陕西战场的部署，主要由拥有全

                                                        
① 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１００ 《经国》，第１３８１页。按：该上奏的时间根据李天鸣先生的考证，参见氏著：《宋

元战史》（一），台北：食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２４—３２６页。 

②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 《新校正梦溪笔谈》卷１１ 《官政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２５页。 

③ 《宋会要》方域１１之２８，淳熙二年十一月七日，第７５１４页。 

④ 关于步递速度，参见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５７，元祐六年四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９

３９页。 

⑤ 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８ 《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变附）》，第８２５—８３１页。按：关于宋廷收到

吴曦之变奏报并发御札和韩侂胄致吴曦书事，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称：“二月十三日，吴曦叛乱的消息传到临安，

宋宁宗和韩侂胄分别致信吴曦，并于十九日一同交发驿站。”（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页）该处所引资料

出处是《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１０，查该卷并无韩侂胄书与宁宗御札于十九日发出之记载，只有韩侂胄致吴曦书中称：

“伏自正月十九日辱‘调云’二字，号‘钧翰’之后，此月旦日尝附庚递上状，谅已呈达多日。”当是作者误读。 

⑥ 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８ 《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变附）》，第８３１页。 



 

权的张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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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宣抚制置使权重之外，四川总领所亦“专制利源，即有军兴，朝廷亦不问”，不像东南三总领那样，“皆

仰朝廷科拨”。② 其他如吴氏武将世袭统兵、科举施行类省试制度等，亦是南宋对四川采取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政策。③但其

中宣抚制置使之权，前后应有变化，如《要录》载： 

［绍兴十年三月］丁酉，诏川陕宣抚司：“自（令）［今］或有警急，其调发军马、措置钱粮、应干军事待报不及，并许

胡世将随宜措置。”用世将请也。时谍报河东、北签军备粮来戍河中，收复河南州郡。都元帅宗弼又传令，宋国系和议之国，

存留桥路往来，已调绛、浦、解州三万夫过河修叠堤岸，仍差马军编栏，令同州照验。世将虑其出没不测，即具以奏，且遣兵

备之。④［绍兴十年五月］庚子，诏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金人犯陕西故也。又诏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

军前合行黜陟，许以昨张浚所谓指挥。时三省、枢密院言：“浚宣抚川陕日，曾降诏旨，黜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行。近旨，

令世将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惟官吏黜陟未得指挥。”故申明之。⑤ 

从以上记载看，川陕（或四川）宣抚使等职确有因四川遥远奏报不及而被授予的便宜行事之权。但此便宜之权不是固定不

变的，而是在战时才被授予，战事稍息，可能即被取消。上述绍兴十年三月和五月朝廷准许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便宜行事，均

是因为金兵进犯，或由胡世将陈请，或由朝廷主动授予。 

四川宣抚使便宜之权是因为四川距京师遥远而获得，但便宜之权并不仅仅授予四川宣抚使，其他地区之宣抚使亦曾获得。

如绍兴七年三月十四日《许令便宜行事省札》云： 

勘会岳飞昨除湖北、京西宣抚副使日，已降指挥，如有合行事件，遇行军申奏，待报不及，许便宜施行。今来已除宣抚使，

三月十四日奉圣旨，岳飞如行军入贼境，有军期事务申奏，待报不及，依已降指挥，许便宜施行讫，具事因闻奏及申都督府。

⑥ 

由此可见，先后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和宣抚使的岳飞亦在这一时期获得便宜行事之权。但岳飞便宜行事之前提是“遇行

军申奏待报不及”和“行军入贼境有军期事务申奏待报不及”，似乎不如四川宣抚使便宜余地大，便宜之权的行使范围似乎亦

不如四川宣抚使。 

朝廷给四川宣抚司的“便宜施行”之权，只是在军情紧急、奏报不及情况下的决断权，并不等于朝廷放手四川地区的军政

不问，而全权交付宣抚司。事实上，朝廷对四川军政仍是干预较多或直接指挥，而四川宣抚司、总领所等机构，仍需将诸事奏

报朝廷。⑦ 如《要录》载： 

［绍兴十年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抚使张焘始至成都。初，焘自京洛入潼关，已闻金人有败盟意，逮至长安，所闻益急。

焘遽行，见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为言：“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世将曰：“蜀口旧

戍皆精锐，最号严整，自朝旨撤戍之后，关隘撤备，世将虽屡申请，未见行下。公其为我筹之。”焘遂为世将草奏，具言事势

                                                        
① 参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三一《宋金富平之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６

２页。 

②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１１ 《总领诸路财赋》，第２２６页。 

③ 此处参阅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第６章第２节《倚重川陕的区域性防御战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第３４６—３５５页。 

④ 李心传：《要录》卷１３４，绍兴十年三月丁酉，第８０３页。 

⑤ 李心传：《要录》卷１３５，绍兴十年五月庚子，第８１５页。 

⑥ 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卷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４９页。 

⑦ 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第２章《中央与地方之间：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曾指出：严格“上

奏”程序是对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制约的重要措施。并举出很多事例说明，但较少涉及军事行动问题。（详见该书第

７１—７８页） 
 



 

危急，乞速徙右护军之戍陕右者还屯蜀口，又请赐料外钱五百万缗以备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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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绍兴十年五月］丙申，胡世将命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将二万人自河南赴宝鸡、渭南以捍敌，遣本司都统制知兴元府杨政、

枢密院都统制知永兴军郭浩为之声援。先是世将屡奏乞速徙右护军之屯陕右者还屯蜀口，不报。② 

［绍兴十年七月庚戌，］永兴军路经略副使王俊遣统领官辛镇与金人战于长安城下，败之。初，命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遣

兵千人，具舟百艘，载柴草、膏油自丹州顺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毁金人所系浮桥，及选万人由斜谷出潼关，皆以__________

绝敌归路。③ 

可见，即便在绍兴十年宋金激战时期，南宋朝廷还是尽可能地掌控军队调遣和重要攻守之决策。重要事宜，宣抚司不能独

断，必须申奏等待批准。在这一方面，四川与荆襄等地似乎区别不大。但南宋朝廷对荆襄战区之指挥尚因文书传递周期漫长而

不能奏效，对四川地区的指挥效果就更可以想见了。因此，南宋朝廷对四川地区军政之有效指挥多是在战略攻守和重要举措方

面，如绍兴十一年“以驿书诏［吴］璘班师”之类。④ 而宣抚司等机构给朝廷奏疏亦较少具体军事方略之请示，主要是功赏、

钱粮、纲马、选官、荐举、屯驻、营田之事及奏报军情。⑤ 

理宗时，蒙古军攻灭大理和安南，谋从右翼突破宋西南防线，向长江腹心之地推进。这一策略被宋人称为“斡腹之谋”。

因为蒙古的这一攻势，广西遂亦成为南宋抗御蒙古的前沿地区。宝祐五年（１２５７），宋廷以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曾伯为广

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治临桂，今广西桂林市）。李曾伯在广西的近三年中，共向理宗呈递奏报１４０多份，涉及内外事务

繁杂，但主要内容是战备部署、探报、人员兵粮调度、大理和安南与蒙古关系、地方与羁縻州舆情的掌握、情报搜集与分析、

战况进度、战后的善后与检讨等。朝廷给李曾伯的诏旨亦多为相关问题的回复与指示，而较少直接指挥具体军事部署，只在是

否进攻方面进行决断。军政处理这一状态，与四川情况甚为相近。因为广西同四川一样与临安距离遥远，其与朝廷之间的文书

传递状况亦时好时坏，多有迟滞。⑥ 无战事之时，广西作为南部边远地区，其军政运行自与作为前沿防御区的四川不同；一旦

成为前沿战区，同样存在距离遥远及文书传递迟滞等问题，朝廷亦只能采取与四川相近的应对办法。因此，广西亦当在南宋晚

期与湖南相连形成独立攻防区。 

五、结  语 

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在一定空间内发生的。政治行为发生的空间或场所，称为政治空间。无论是物理性的政治空间，还是具

有功能性的抽象政治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政治行为发生的模式，以及所产生出的政治性秩序、社会性秩序等社

会结构。⑦ 

若将政权管辖的整个疆域看作一个政治空间，则可发现，两宋之际，统治区域的变化，导致政治空间的多重变化。就整个

行政区域而言，南宋有效管辖区不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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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８９—３３３页。 



 

限于淮河、大散关一线以南，而且其政治中心亦转移到了东南的临安。这一方面引起了南宋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化，另一方

面亦决定了南宋地方军政，特别是边地军政运作方式的不同。从文书传递角度而言，四川地区的边地军政最为特殊。四川在北

宋时期本为南部边远区，到了南宋，因其控扼长江上游之形势而成为前沿攻防区之一。南宋朝廷为了加强控制，始终注意与此

地区之间的文书传递，采取了种种措施，特别是从制度上保障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效率；并形成了临安府与四川之间较为固

定的文书传递路线。然而，四川地区与行都临安府之间距离迂远，文书传递之诸项制度，在此空间之作用下，无法充分发挥其

效能，而是弊端屡生，艰于维持。这一状况固然是由南宋政治腐败所造成，但空间距离无疑也是客观事实。 

为了更好地应对紧急军政事务，南宋朝廷授予四川地区军政方面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便宜行事不仅授予四川地区的军政

长官，还授予荆襄等地的军政长官，这一做法，与四川、荆襄等地的独立攻防地位是相一致的。但是，如果从南宋综合行政区

之结构与功能方面而言，四川、荆襄等独立攻防地位，无疑有其合理性和一致性，若从军政运行方面来看，不仅其独立性甚为

有限，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独立性亦各有差别。四川地区距朝廷最远，因其文书传递周期最长，朝廷授予其军政长官的便宜之

权应比荆襄地区更大，但重要攻守决策和重要官员任免，仍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地方之动息，必须时时向朝廷汇报；重要赏

罚和军政举措亦必须得到朝廷认可，或以朝廷名义行下。如安丙等人谋划平息吴曦之变，便是利用矫诏作为号召，取得名义上

奉诏命行事的合法性。由此来看，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之文书传递，不仅不能因四川地区具有独立攻防地位和便宜之权而减少，

反而正是因为四川拥有独立攻防地区地位和便宜之权，而需要更多的信息沟通，以防备不测，加强控制。前揭总领四川财赋所

言“报军期安平及诸军中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未尝虚日”，便是此种事实之反映。理宗时，广西成为攻防要区，其地位与四

川相同，李曾伯亦是大小事件，均须向朝廷禀奏。及时掌握四川等边地信息，反映出南宋朝廷对边地军政之紧张情绪和积极之

操控愿望。但距离遥远、政治腐败导致邮传制度之废弛多弊，致使朝廷与四川等边地之文书传递常常迟滞，却又进一步加重了

南宋朝廷的这一紧张，使其对边地军政之操控更加无奈。这便是南宋时期朝廷应对四川等边地军政的实况和特征。 

〔责任编辑：路育松〕 


